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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

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關係之研究 

 

賴協志*  吳清山**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

教學成效的關係，並且運用中介效果模式，分析三者之間的關聯性。為達成上

述目的，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灣地區 60所國中之 741位教師為樣本，

運用積差相關及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統計分析；獲得如下結論：1.學習領域召集

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間呈現顯著正相關；2.學習領域召

集人正向領導對教師教學省思及創新教學成效的影響有顯著直接效果，教師教

學省思對創新教學成效的影響亦有顯著直接效果；3.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

會透過整體教師教學省思之中介作用，正面影響創新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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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現今國民中學裡，學習領域召集人是學校重要的領導層級，扮演承接實務

與溝通橋樑最為吃重的角色，他們的觀念及表現，攸關著學習領域與學校課程

的發展（王秀玲、康瀚文，2013）。學習領域召集人是學校課程發展與改革的核

心人物，其重要性在於可以促成領域成員的認同及投入，使課程方案藉由團隊

的整合與協調，產生有效運作的發展機制（張嘉育，2001）。學習領域召集人的

領導角色與任務主要在激勵成員重視教與學，積極有效與成員分享教學心得，

並且領導成員透過規劃產生變革，從事教學省思、研究與創新，以促進領域內

課程或教學的改變（李隆盛，2003；甄曉蘭，2001）。依此而言，身為國中學習

領域召集人，除了必須做好日常教學工作及處理學生學習與行為問題外，同時

需領導領域內的教師從事課程發展與改革，並進行團隊整合、教學省思、分享

與創新，所承擔的責任及壓力相當重。為了提高本身抗壓性、有效管理情緒，

以及增進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能力，應運用正向思考模式及作為，並引導成員

積極處理所面對的各種教學情境與問題，透過互助合作的教學團隊及溫馨和諧

氣氛的營造，為領域內的教學活動創造豐富的教育意義與價值，此有賴正向領

導理念的推展與實踐。 

正向領導的核心在於領導者秉持服務別人是一種榮譽的信念，努力去幫助

同仁，讓同仁能盡情發揮所長（吳清山，2013）。組織透過正向領導者的帶領，

能產生激勵作用及發揮正面影響力，使成員具備執行力與省思能力，喜歡與人

分享實務經驗，積極面對挑戰及勇於創新，並且能承擔壓力及責任，懂得善用

有限資源，創造最高價值及組織經營成效（Cameron, 2013; Ladd, 2014）。一位

好的領導者可以學習正向領導的策略與技巧，以正向思維、正向心態進行正向

經營，激發教師省思能力與教學創新動能，如此才可能促進學校組織永續發展，

進而提升整體經營成效（林新發，2010；Butler, 2011）。     

教育品質的關鍵在教師；由具有專長和愛心的教師實施教學，並能時時檢

核學生的學習情形和困難問題，及時改進教育相關措施，方能導向目標的實現

（黃政傑，2014）。教師的省思能力是教師專業成長的先決條件（Schön, 1987）。

教師若能組成相互溝通的專業領域團隊或社群，透過支持與對話的情境，針對

課程與教學問題進行澄清、分享、批判與協同探究，在實踐中省思，將能重組

教師的教學知識與信念，並可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及創新教學成效（蔡清田，

1998；Keiny, 1994; Manning & Payne, 1993; Samaras & Gismondi, 1998）。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能對整體教學問題或事件進行教學省思、批判、辯證及評估，將可

藉以修正本身的信念和價值，並具體轉化為行動，進而改善教學實務、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及提升教師教學效能（丁一顧，2010；張德銳、李俊達、王淑珍，

2014a、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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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正向領導的相關文獻與研究，國外部分學者（Abdullah, 2009; Avey, 

Reichard, Luthans, & Mhatre, 2011; Butler, 2011; Cameron, 2012, 2013; Cameron 

& Spreitzer, 2011; Ladd, 2014）透過相關理論與研究之探討，說明正向領導對組

織發展的正面意義與價值，且有助於組織成員的溝通、氣氛的改善及效能的提

升；但主要係以企業、醫院、宗教或軍隊組織為例進行分析，至於探討學校領

域正向領導的議題很少見。在國內教育領域中，正向領導的相關研究愈來愈多，

豐富正向領導研究領域的內涵；截至 2015年 2月底，在研究報告、期刊文章、

碩博士論文等相關文獻中，大部分的研究以國中小校長正向領導為主題，重點

係在探析校長正向領導的理念內涵、重要構面、運作現況、實施問題與策略分

析等，以學習領域召集人為對象的正向領導研究很少見；而探討學習領域召集

人正向領導與教師教學省思、創新教學成效關係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實值得

探究的重要教育課題。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主要目的包括： 

一、探討國中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的關係。 

二、探析國中教師教學省思對「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與創新教學成效關係」 

之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正向領導的重要意涵 

正向領導又稱積極領導，主要係運用組織心理學（Cameron, Dutton, & Quinn, 

2003）、正向心理學（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正向組織行為學

（Luthans, 2002）等領域的概念發展而成。正向領導的理念與作法是許多領導

策略的核心價值，由正向、積極、樂觀等概念衍生出的領導，即正向領導，其

理念主要有領導者正向思緒的涵養、促進成員間的正向溝通、營造組織的正向

氣氛、建立成員間的正向良好關係、建立組織共同價值與意義等（林新發，2010；

謝傳崇，2011；Donaldson & Ko, 2010）。 

正向領導強調個人和組織的提升、組織中的正確行為、賦予生命、令人滿

意的經驗、卓越非凡、激勵人心、有超越的表現等；正向領導的有效推展，能

使組織有明確的發展方向，並且能創造組織卓越的績效（Cameron, 2012）。正

向領導者對於成員的良好表現會給予讚美或表揚，以強化成員的自信心及增加

團隊士氣，懂得運用方法提升成員的省思與創新能力，聚焦於成功達成任務，

能促進有效的溝通，並且有能力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與成員共同合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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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組織各項工作（Butler, 2011; Ladd, 2014）。     

正向領導者應該運用其影響力，引導成員懂得正面思考及做好情緒管理，

並且有效運用溝通知能及技巧，強化成員間的良性互動，以及營造組織正向氣

氛，鼓勵成員相互支持與關懷，激勵成員開展其潛能，進而達成學校組織目標，

創造正向的教育意義與價值（吳清山，2013；秦夢群，2010）。身為領導者，應

學習正向領導的思維與策略，激發個人動機和做出好的改變，讓自己保持正面

樂觀的態度，樂於服務他人，並且引導成員具備正向穩定的思緒，懂得運用溝

通知能，了解成員真正的需求，激發成員投入工作的動能，讓成員能在正向和

諧的氣氛中相互支持及合作，進而帶領組織創造正向價值及卓越績效（林新發，

2010；Ladd, 2014）。正向領導之理念內涵主要包括：領導者能正向思考展現良

好情緒、善用正向溝通知識與能力、建立正向良性的互動關係、營造正向溫馨

的組織氛圍、創造正向的意義與價值等（謝傳崇，2011、2014；Cameron, 2012, 

2013）。依據上述學者們的觀點，並且從學習領域召集人本身及其與領域內成

員、所處教學情境的互動過程與結果來思考；本研究將正向領導分為五個內涵

來探究，包括：（一）引導正面思緒：領域召集人本身具備樂觀開朗特質，情緒

穩定且做事穩重，並且能引領成員站在他人角度進行正向思考及處理事情，激

勵成員做好情緒管理，提高抗壓性，共同面對各種教學情境及挑戰。（二）善用

溝通知能：領域召集人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能正確傳遞訊息，且具開放的胸

襟與親和力，專注傾聽領域內成員的心聲，並鼓勵成員表達意見，適時給予正

面回饋，且能善用多元溝通策略及營造友善溝通情境，達到良好的溝通效果。

（三）建立良性互動：領域召集人喜歡與成員互動且樂意助人，人際關係良好，

在與成員相處的過程中，能信任成員可以將事情做好，並且能敏察成員需求，

激勵成員互助合作，善用領域內的團隊力量，完成各項教學任務。（四）營造正

向氣氛：領域召集人能關懷成員，傳遞溫暖且正面的能量，並凝聚成員情感，

設身處地為人著想，且激發成員內在動機與教育熱誠，肯定成員專業知能，共

同營造溫馨開放的教學環境及氛圍。（五）創造意義價值：領域召集人能發揮正

面影響力，秉持服務理念，激勵成員積極投入各項教學工作，並且與成員相互

扶持，積極發展領域內的特色課程，同時能體認教學意義與使命，引導成員持

續創造教育價值。 

二、教師教學省思的重要意涵 

教學省思或稱教學反省、反省式教學，是教學者的內隱性檢思歷程，亦即

指教師在教學行為與情境中，內在反省思考歷程（張德銳等，2014b）。教學省

思不僅是回顧與描述事件發生的情況而已，重要的是能夠對教學問題、事件加

以詮釋、有系統的分析，並且依據先前的教學經驗或相關的知識，提出評估結

果與問題解決方式（Bain, Mills, Ballantyne, & Packer, 2002; Lee, 2005; Spalding 



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 

與創新教學成效關係之研究 

 

 5 

& Wilson, 2002）。 

教學省思的實踐是促使教師專業知識與能力提升的一個重要途徑（Moran, 

2007）。在複雜多變的教育情境中，教學省思協助教師以有效的方法尋找問題並

試圖解決問題。教師的教育觀與世界觀在遭受挑戰時，藉由反省思考的發揮，

提升教師做決定的品質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層次（曾榮華，2002）。教學省思的進

行，讓教師在一連串有次序的教學活動過程中做決定，經歷了不斷的修正決定，

提供最好的教學內容予學生，而獲得教學目標的達成（洪福財，2000）。教學省

思可以協助教師了解教學的重要問題、產生高層次的省思、察覺教師互動的複

雜性，以促進專業成長（何緼琪、張景媛，2003）。教學省思的思維歷程必須掌

握省思者的省思主題與焦點，以及省思深度或層次，以提升省思的品質，協助

教師做正確的決定，進而有效提升教學效能（Davis, 2006; Hatton & Smith, 1995; 

Ward & McCotter, 2004）。 

教學省思能夠協助教師對自己的教學態度、策略及內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讓教師能夠從自己的教學經驗中持續檢討與改進，更可填補因教學情境變化所

衍生的理論空缺，讓教師在短時間內作出適當的教學回應與決定（Pollard, 2002; 

Schön, 1987; Spalding & Wilson, 2002）。教學省思的主要內涵包括態度、策略以

及內容等三項要素；其中教學省思的態度，是教師在面對教學有關的問題或情

境時，進行反省思考所採取的態度；教學省思的策略是協助教師省思所使用的

各種方法；而教學省思的內容主要涵蓋影響教學的各項因素（張德銳等，2014a、

2014b）。教學省思要能發揮效果，需將個人想法與行動做連結，此一連結有賴

Dewey所說省思的三大特質：開放的心智、責任感、全心全意等省思態度（引

自吳和堂，2000）。促進教學省思的策略包括：書寫教學日誌或札記、建立教學

檔案、參加研討會與工作坊、參加專業團體、參加課程發展分析、進行教師自

我評鑑、增加專業對話的機會、舉辦教學觀摩、進行行動研究等（丁一顧，2010；

陳美玉，1998）。教師的教學省思內容主要是各項影響教學的要素，包含學生個

別差異、學生學習狀況、教師本身、課堂教學活動、教材教具使用、班級經營

及外在環境等（郭玉霞，1996；饒見維，2003）。整合上述學者的見解，本研究

歸納出教師教學省思內涵的三個面向，包括：（一）省思態度：教師具備開放包

容的心胸，會透過不同的訊息管道聽取多方意見，並且勇於承擔責任及個人行

動結果，願意全心全意投入教學工作，盡力達成教學目標。（二）省思策略：教

師會運用撰寫教學日誌、整理教學檔案、參與專業社群、參加工作坊或讀書會、

參與課程分析或研討會、從事行動研究、教學演示與觀摩、採取教學視導、增

加同儕對話機會、教學自我評鑑等方法，來幫助自己從事教學反省與思辨。（三）

省思內容：教師能夠了解影響教學的各項因素與內涵，包含學生個別差異、教

師本身特質、課堂教學活動、班級經營情形、教學設施的使用及內外部環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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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用以解決教學問題及增進教學成效。 

三、創新教學成效的重要意涵 

創新在學校環境下進行，可能是行政經營的修正；可能是課程設計的改變；

也可能是實際教學的調整（吳清山、賴協志，2006）。知識經濟社會取向的創新

教學系統由教學目標、能力指標、教材綱要、教學方法、教學環境設計與評量

工具等建立而成（林生傳、黃誌坤、林達森，2007）。創新教學是一種教師願意

挑戰自我、力求突破、多方嘗試、精益求精，持續不斷追求學生更好學習成效

的一種精神（史美奐，2004）。 

從教育觀點而言，教師能運用創意點子於教學情境，會產生新的教學信念、

想法或價值觀，若能有計畫的將構想付諸行動且尋求資源的支持，將能展現創

新教學動能，以促進教學產出及改進教學實務（Kanter, 1988; Robbins, 2004; 

Robbins & Coulter, 2002）。創新教學是現代教育發展的重點，應從多元智能的

理念和教材多元化的概念出發，並且著重創造性教學環境的建構，教師必須營

造熱烈討論的情境，促使師生間、同儕間對話，由別人的角度獲知不同觀點，

產生合理的辯證（洪淑宜、范姜顥，2010）。教師要創新教學，自己必須先具備

創意或是創造力，並且有能力將課堂轉化成一個適合創意發展及有助學生發揮

創意的環境（張世忠，2002）。創新教學在於教師運用創意將不同的教學方法、

教學評量整合實施，除讓學生獲得許多寶貴知識外，更讓學生在品格及人格上

產生質變，塑造出認知、情意、技能兼具的優秀公民（洪中明，2010）。 

教師創新教學的表現，是教師在班級中運用創造力，刺激更多的學生去思

考；並且在教學歷程中，透過教學設施的輔助與教學評量的運用，讓課程內容

或教學策略做有效調整、改善與更新，期能持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史

美奐，2004；Starko, 2000）。教師創新教學主要可從課程教材、教學策略或方

法、教學設施、教學評量等層面來評估其實施成效（鄭淵全、蔡雅茹，2012；

Fisher & Schumaker, 1995; Kirpotin, 1999; Simplico, 2000）。教師在從事創新教學

時，須準備多元化的課程內容，使用或研發新的課程設計、新的教材、加入富

有時事性的教學內容，吸引學生學習；同時須熟悉各種教學法，使用時須考慮

當時之教學情境，採用最適宜的教學策略教導學生（姚麗英，2014；Swartz, 

2003）。創新教學成效的提升，需要充足且適當的教學設施，教師應善用各種教

學資源來輔助教學，搭配教學內容，以增進教學與學習效果；教師也應依據教

學目標，選擇適當的評量工具，力求以客觀且多元的評量方式檢視學生學習表

現及創新教學成效（蔡俊傑、劉威德、羅鴻仁，2012；Simplico, 2000）。依據

上述專家的看法，本研究歸納出創新教學成效的四個層面，包括：（一）課程教

材：教師能準備多元化學習內容，適時研發及設計有創意、新穎的課程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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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入具時事議題、能結合學生學習與生活經驗的教學內容，以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與成果。（二）教學策略：教師能熟悉及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法，並考量教學

情境與學生學習情況，採取最適切的教學方式與策略來教導學生，達到因材施

教、適性教學的目標。（三）教學設施：教師能了解及整合校內可用的教學資源

及教學資料庫，並實際運用於教學，且能適時更新教學情境與設施，以豐富教

學實務與內涵。（四）教學評量：教師能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特性，選取適當的

評量工具，採行多元評量方式，如紙筆測驗、檔案評量、實作評量、動態評量

等，以客觀檢核學生學習表現與成效。 

四、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關係 

（一）學校正向領導的落實，能有效促進教師教學省思，進而提升創新

教學成效 

正向領導者的引導，能促進成員思緒正向穩定、樂於分享經驗及人際互動

良善，並能強化組織成員的創新與省思改進的能力，促進組織績效及經營效能

的提升（Cameron, 2012）。正向領導者具備勇於面對挑戰、能改變焦點、帶著

勇氣向前邁進、接受可能的風險、向錯誤學習、激發熱情、選擇挑戰困難、知

道如何尋求協助等能力或特質，能帶領成員用正向態度面對難題，經由反省思

考持續改進組織績效，提升創新經營成效（Ladd, 2014）。領導者正向行為的投

入與展現，例如：做事積極、能正向思考、主動參與會議、支持成員、有效溝

通及合作，將能正向影響組織成員及情境，藉由正向行為的實踐，提升成員省

思與創新的能力，進而改善整體組織氣氛與文化（Headen, 2013; Miller, 2012）。 

學校領導者應以正向、積極的能量為學校所處的周遭帶來正向、喜悅、有

力的震動與氛圍；讓學校教師在正向情境之中，從事教學省思、分享與創新，

並能感受到幸福與希望，如此，可有效提升教師創新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成果

（林思伶，2012；李菁菁，2014）。學校領導著必須努力創造正向友善的學習及

教學環境，建構支持與激勵教師的力量，鼓勵教師提出良好的教學方案，並持

續進行教學省思與教學創新，以激發教師教學效能及研發成果產出，進而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姚麗英，2014；謝傳崇，2011）。由此可知，學校正向領導的落

實，能創造正向友善的教學環境與氛圍，讓教師處在此情境中，能激發出更多

教學省思與分享的動能，進而提升創新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成果。 

（二）教師透過教學省思歷程，能促進創新教學能力及成效的持續提高 

教學是極其複雜的專業活動，充滿了許多挑戰、不確定性及價值衝突情境，

教師必須透過不斷地反省與探索，才能逐步地提升專業自主能力，發展出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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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品質和教學效能的實務理論與實踐策略，營造出有利於學生學習的理想教

學情境（甄曉蘭，2001）。教師會隨時反思教學的過程，對原有的知識進行省思

與超越，以創新教學理念及理論為基礎，並結合多元評量的方法建構歸納出一

套完整有系統的創新教學模式，推陳出新以突破現狀，將能提高學習動機與效

果，以達成教學目標（蔡俊傑等，2012）。 

教學省思能幫助教師對於自己的教學有更深刻的瞭解，讓教師能夠從自己

的教學經驗中不斷反省、檢討及改進，形成越來越豐富的專業知能，而省思更

可填補理論因教學情境變化所造成的空缺，讓教師在短暫的反應時間內，作出

適合的教學決定，因此對於教師的教學效能有著關鍵性的影響（丁一顧，2010；

Pollard, 2002; Schön, 1987）。教師透過教學省思，持續針對自己的教學行為、學

生的學習反應來進行檢視與反省，從中發掘教學的問題與困境，並且針對問題

進行改進與修正，以提升教師教學創新的知識與能力（黃秀雯，2010；Davis, 2006; 

Spalding & Wilson, 2002）。依此而言，教師透過教學省思與分享歷程，能不斷

反省、檢討及改進本身的教學知能，並且充實教學經驗及內涵，以促進創新教

學能力及成效的持續提高。 

綜合上述，在學校教育環境中，各學習領域小組是校內課程與教學規劃及

發展的專業團體，而學習領域召集人是領導各校學習領域小組推動課程發展的

負責人，身為各領域的領導者，若能落實正向領導的理念與實施策略，將能引

導成員思緒正向穩定，並型塑互助合作、分享交流的領域氛圍，讓成員可以在

正向情境之中，從事教學省思及溝通研討，透過團隊力量激盪出改進課程與教

學的新點子與想法，提出更好的教學方案，研發及運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材

教法，進而提升教師創新教學成效，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由此了解，正向領導、

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關係密切，彼此之間息息相關，各領域的領導者

在透過正向領導行為以促進教師教學省思的同時，亦可藉由其中介效果，進而

對創新教學成效產生正面顯著影響。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整理及綜合相關文獻，並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擬定研究架構，如

圖 1所示。主要係探討國中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

學成效之關係；並且檢測國中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

教學成效之關係模式，主要係以教師教學省思為中介變項，探討自變項（領域

召集人正向領導）對依變項（創新教學成效）的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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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 103學年度之公立國中教師為母群體；依據教育部統計

處（2015）公布之「國中概況表」，將所有的公立國中分為北區（共 229所國中，

約占全部的 32.21％）、中區（共 197所國中，約占全部的 27.71％）、南區（共

216所國中，約占全部的 30.38％）及東區（共 69所國中，約占全部的 9.70％），

共計 711所；並採分層隨機取樣方式，抽取預試及正式樣本。 

在預試調查對象方面，共抽取 20 所國中（北區 6 所，中區 6 所，南區 6

所，東區 2所），每所發 15份問卷，共發放 300份，回收樣本 238份，回收率

為 79.33%，有效樣本為 226份。 

在正式調查對象方面，共抽取 60 所國中（北區 19 所，中區 17 所，南區

18 所，東區 6 所）；接著，按照抽取國中的學校規模，24 班以下的國中有 18

所，每所抽 10位教師，25至 48班的國中有 22所，每所抽 15位教師，49班以

上的國中有 20所，每所抽 20位教師；共計抽取 910位國中教師，發放 910份

問卷，回收樣本 769份，回收率為 84.51%，有效樣本為 741份，如表 1所示。

在 741份有效樣本中，擔任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教師共 68位，而未擔任學習領域

召集人的教師共 673位。 

 

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 

1.引導正面思緒 

2.善用溝通知能 

3.建立良性互動 

4.營造正向氣氛 

5.創造意義價值 

教師教學省思 

1.省思態度 

2.省思策略 

3.省思內容 

創新教學成效 

1.課程教材 

2.教學策略 

3.教學設施 

4.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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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項目 發放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小計 

回收率（％） 

預試對象    300    226        12   238  79.33 

正式調查對象    910  741    28   769 84.51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自編「國中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

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關係調查問卷」；在填答及計分上採李克特氏

（Likert）五點量表，得分越高，代表該變項的表現愈好。問卷初稿編妥後，為

提高各題項語意之正確性及所屬測量面向之適切性，經由立意取樣方式，選取

在正向領導、學校領導議題、教師教學省思、教學效能、創新教學等領域有相

關研究的大學校院學者 10位，或是具備領導或教學經驗，以及在教學領域上有

卓越表現，其學校團隊或個人曾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教育部師鐸獎、

Power教師獎、創意教學獎特優等殊榮之學校實務工作者 10位，包括：國中校

長 2位、主任 2位、教師 6位（其中擔任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教師有 3位），共計

20位專家進行問卷審題，期能透過更多專家學者提供的意見，以建構問卷之內

容效度。本研究敦請這些專家依據問卷題目的適切性，分為「適合」、「修改後

適合」、「不適合」，進行評量回饋。結果顯示：三位以上專家勾選「不適合」的

題目有 4題（其中 2題分別又有 2位專家勾選「修改後適合」），他們認為其題

意模糊、與他題測量概念重複，或是對所屬測量面向適切性有疑義，故予以刪

除；三位以上專家勾選「修改後適合」的題目有 9題，大部分係提出文字修正

的建議，而這些專家對同一個題目有相反的意見時，主要係參酌其中多數專家

的意見進行修改；其他題目均至少有十五位以上專家認為「適合」。根據專家的

意見刪除及修正題目後，形成預試問卷。在預試問卷回收後，進行項目分析，

問卷題目的決斷值皆達 5.00以上、r 值及修正題項與總分相關值皆大於.50，故

先不刪題。 

在項目分析之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採用主成份分析法及斜交轉軸法

中之最大變異數，經轉軸後，決定因素個數。在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問卷

的部分，將因素負荷量較低之 4 個題目刪除後，總題數為 21 題，並且抽取出

五個因素，為「引導正面思緒」、「善用溝通知能」、「建立良性互動」、「營造正

向氣氛」及「創造意義價值」，特徵值均大於 1，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71.56%；

各層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90、.91、.87、.86、.83；整體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89；在教師教學省思問卷的部分，將因素負荷量較低之 3個題目刪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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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題數為 15題，並且抽取出三個因素，為「省思態度」、「省思策略」及「省思

內容」，特徵值均大於 1，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68.38%；各層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86、.82、.89；整體之 Cronbach α係數為.88；在創新教學成效問卷的

部分，將因素負荷量較低之 4個題目刪除後，總題數為 16題，並且抽取出四個

因素，為「課程教材」、「教學策略」、「教學設施」及「教學評量」，特徵值均大

於 1，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70.36%；各層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

別.91、.89、.81、.84；整體之 Cronbach α係數為.85；由此可知，本研究工具之

信效度良好。 

四、資料處理 

依據相關文獻與研究，本研究整理出問卷的構面與題項，在問卷回收後，

利用 SPSS 13.0 for Windows與 AMOS 22.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各項統計分析；

本研究先進行信度與效度分析，以了解問卷內容的品質；接著，探討國中學習

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的相關程度；最後，以結

構方程模式之統計分析，進行資料常態性檢定、適配度考驗、參數估計、直接

及中介效果模式分析與驗證。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相關分析 

由表 2發現，所有教師（N＝741）知覺整體正向領導與整體教師教學省思

的相關係數值為.78，而各面向的相關係數介於.68~.78 之間，呈現顯著中高度

正相關，其中以營造正向氣氛與整體教師教學省思的相關最高，而善用溝通知

能與省思態度的相關較低。 

表 2 所有教師知覺正向領導與教師教學省思之相關係數摘要 

項目 省思態度 省思策略 省思內容 整體教師教學省思 

引導正面思緒 .69*** .71*** .70*** .73*** 

善用溝通知能 .68*** .70*** .73*** .74*** 

建立良性互動 .74*** .74*** .74*** .77*** 

營造正向氣氛 .74*** .75*** .76*** .78*** 

創造意義價值 .74*** .75*** .72*** .77*** 

整體正向領導 .74*** .75*** .75*** .78***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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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 得知，擔任學習領域召集人之教師（N＝68）知覺整體正向領導與

整體教師教學省思的相關係數值為.76，而各面向的相關係數介於.60~.78之間，

呈現顯著中高度正相關，其中以營造正向氣氛與省思策略、整體教師教學省思

的相關最高，而引導正面思緒與省思內容的相關較低。 

 

表 3 學習領域召集人知覺正向領導與教師教學省思之相關係數摘要 

項目 省思態度 省思策略 省思內容 整體教師教學省思 

引導正面思緒 .69*** .70*** .60*** .69*** 

善用溝通知能 .72*** .73*** .69*** .74*** 

建立良性互動 .74*** .77*** .67*** .76*** 

營造正向氣氛 .75*** .78*** .71*** .78*** 

創造意義價值 .74*** .76*** .69*** .76*** 

整體正向領導 .74*** .76*** .68*** .76*** 

*** p < .001。 

 

由表 4了解，所有教師（N＝741）知覺整體正向領導與整體創新教學成效

的相關係數值為.77，而各面向的相關係數介於.58~.80 之間，呈現顯著中高度

正相關，其中以整體正向領導與教學策略的相關最高，而善用溝通知能與教學

設施的相關較低。 

 

表 4  所有教師知覺正向領導與創新教學成效之相關係數摘要 

項目 課程教材 教學策略 教學設施 教學評量 整體創新教學成效 

引導正面思緒 .68*** .76*** .61*** .71*** .74*** 

善用溝通知能 .68*** .74*** .58*** .70*** .72*** 

建立良性互動 .70*** .79*** .65*** .73*** .76*** 

營造正向氣氛 .72*** .78*** .63*** .74*** .77*** 

創造意義價值 .68*** .78*** .66*** .72*** .76*** 

整體正向領導 .71*** .80*** .64*** .74*** .77*** 

*** p < .001。 

由表 5 發現，擔任學習領域召集人之教師（N＝68）知覺整體正向領導與

整體創新教學成效的相關係數值為.77，而各面向的相關係數介於.57~.79之間，

呈現顯著中高度正相關，其中以教學評量與建立良性互動、創造意義價值、整

體正向領導的相關最高，而善用溝通知能與教學設施的相關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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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學習領域召集人知覺正向領導與創新教學成效之相關係數摘要 

項目 課程教材 教學策略 教學設施 教學評量 整體創新教學成效 

引導正面思緒 .68*** .76*** .60*** .75*** .74*** 

善用溝通知能 .68*** .74*** .57*** .75*** .73*** 

建立良性互動 .72*** .78*** .64*** .79*** .77*** 

營造正向氣氛 .74*** .77*** .63*** .78*** .77*** 

創造意義價值 .72*** .77*** .65*** .79*** .77*** 

整體正向領導 .72*** .78*** .63*** .79*** .77*** 

*** p < .001。 

由表 6可知，所有教師（N＝741）知覺整體教學省思與整體創新教學成效

的相關係數值為.87，而各面向的相關係數介於.69~.86 之間，呈現顯著中高度

正相關，其中以省思策略與整體創新教學成效的相關最高，而省思內容與教學

設施的相關較低。 

表 6 所有教師知覺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相關係數摘要 

項目 課程教材 教學策略 教學設施 教學評量 整體創新教學成效 

省思態度 .76*** .80*** .74*** .81*** .82*** 

省思策略 .83*** .81*** .78*** .83*** .86*** 

省思內容 .79*** .76*** .69*** .76*** .80*** 

整體教學省思 .83*** .83*** .77*** .84*** .87*** 

*** p < .001。 

 

由表 7 了解，擔任學習領域召集人之教師（N＝68）知覺整體教學省思與

整體創新教學成效的相關係數值為.84，而各面向的相關係數介於.62~.86之間，

呈現顯著中高度正相關，其中以省思策略與整體創新教學成效的相關最高，而

省思內容與教學設施的相關較低。 

表 7 學習領域召集人知覺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相關係數摘要 

項目 課程教材 教學策略 教學設施 教學評量 整體創新教學成效 

省思態度 .79*** .81*** .71*** .82*** .82*** 

省思策略 .84*** .82*** .77*** .83*** .86*** 

省思內容 .71*** .71*** .62*** .72*** .73*** 

整體教學省思 .82*** .81*** .73*** .82*** .84***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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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因果關係分析 

（一）資料常態性檢定 

在進行線性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前，需要先檢測樣本是否符合多變

量常態分配（McDonald & Ho, 2002）。依據Mardia（1985）的看法，偏態與峰

度係數如果介於 ± 2，則符合常態分配，反之，則需要對資料刪除。Kline（1998）

指出偏態值在 ± 3 之下，峰度值在 ± 10 之下，變項的分配對估計法的影響可

以忽視。由表 8顯示，各觀察變項的偏態值介於-0.27~0.10，峰度值介於-0.72~ 

0.33。此結果顯示觀察變項在偏態及峰度的值，符合常態分配，可用最大概似

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進行檢定。 

 

表 8 常態性檢驗 

量表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正向領導 引導正面思緒 3.91 0.73 -0.25 -0.48 

 善用溝通知能 3.92 0.76 -0.22 -0.72 

 建立良性互動 3.84 0.73 -0.13 -0.47 

 營造正向氣氛 3.86 0.74 -0.16 -0.53 

 創造意義價值 3.81 0.75 -0.08 -0.53 

教師教學省思 省思態度 3.86 0.62 -0.15 -0.41 

 省思策略 3.84 0.60 -0.14 -0.19 

 省思內容 3.95 0.60 -0.22 -0.13 

創新教學成效 課程教材 3.95 0.62 -0.20 0.03 

 教學策略 3.90 0.64 -0.27 0.05 

 教學設施 3.74 0.62 0.10 -0.25 

 教學評量 3.85 0.62 -0.27 0.33 

 

（二）模式整體適配度之分析 

在模式適配度評鑑指標的考驗上，本研究依據 Bagozzi與 Yi（1988）、Hair、 

Black與 Babin（2010）、McDonald與 Ho（2002）、黃芳銘（2010）、邱皓政（2011）

等學者所提出的看法，從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標、簡效適配指標等方面，

評估模式的整體適配度，評估標準如表 6所示。由表 9可知，從絕對適配指標

來看，χ2 ＝577.41，達顯著水準，卡方檢定結果不符合要求；可能係樣本數較

大（N=741）的緣故，因此，在模式適配度評估時，採 Bollen與 Stine（1992）

的 bootstrap p值校正法（Bollen-Stine拔靴法），重複抽樣了 2千次樣本，來校

正 χ2及配適度指標。校正後，χ2 ＝53.80，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要求；而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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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前後均符合模式評估標準包括：絕對適配指標的 GFI、AGFI、相對適配指標

的 NFI、NNFI、RFI、IFI、CFI、簡效適配指標的 PGFI、PNFI、PCFI；在校正

後符合模式可接受的標準包括：絕對適配指標的 RMSEA、簡效適配指標的

χ2/df；故整體模式之適配情形良好，即此理論模式可用來解釋實際的觀察資料。 

 

表 9 模式適配度 

整體適配指標 評鑑標準 ML estimates 
Bollen-Stine 

bootstrap method 
適配標準 

絕對適配指標     

χ2 未達顯著 577.41*** 53.80 符合 

GFI ＞0.90 0.92 0.99 符合 

AGFI ＞0.90 0.91 0.98 符合 

RMSEA ＜0.08 0.12 0.01 符合 

相對適配指標     

NFI ＞0.90 0.96 0.99 符合 

NNFI ＞0.90 0.95 0.98 符合 

RFI ＞0.90 0.93 0.97 符合 

IFI ＞0.90 0.95 0.98 符合 

CFI ＞0 .90 0.96 0.99 符合 

簡效適配指標     

PGFI ＞0.50 0.75 0.81 符合 

PNFI ＞0.50 0.74 0.78 符合 

PCFI ＞0.50 0.75 0.80 符合 

χ2/df ＜ 3 11.32 1.06 符合 

***p < .001 

（三）整體中介效果模式之分析 

本研究以整體教師教學省思為中介變項，探析整體教師教學省思在學習領

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影響創新教學成效過程中所產生之中介效應。在中介效果檢

驗過程中，先採用結構方程模式的中介檢驗流程，計算各變項的預測關係，確

認「自變項對中介變項」及「中介變項對依變項」都具有顯著關係後，再採用

中介或間接效果考驗方法中係數乘積法分析取向（李茂能，2011；榮泰生，2009）

之 Sobel test的檢測程序，驗證整體中介效果（Sobel, 1982）。 

由圖 2及表 10中可知，「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創新教學成效」（γ21）

之直接效果值為 0.19（p < .001），達顯著水準；在中介效果的模式下，加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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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省思的中介機制後，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透過教師教學省思對創新

教學成效產生正向的間接影響，計算方式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γ11）

的結構係數為 0.80（p < .001），乘以「教師教學省思→創新教學成效」（β21）

的結構係數為 0.75（p < .001），其相乘後的間接效果值為 0.60，檢定結果達顯

著水準。 

 
 

圖 2 中介效果模式標準化參數估計值(all p <.001) 

表 10 中介效果模式之路徑參數的顯著性考驗 

參數 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γ11 0.80 0.02 29.65*** 

γ21 0.19 0.03 6.21*** 

β21 0.75 0.03 22.17*** 

***p < .001 

在潛在變項信度檢定上，檢定值採用構念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

檢定；由表 11了解，本研究三個潛在變項的建構信度分別為 0.98、0.95和 0.96，

皆符合 0.60以上（Fornell & Larcker, 1981）的要求，表示具有良好的建構信度；

在聚合效度方面，所有觀察變項與對應的潛在變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λ〉介

於 0.88到 0.98之間，所有觀察變項皆高於 0.70（Bagozzi & Yi, 1988）的門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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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所有觀察變項皆反映其所建構之潛在變項。另外，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

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分別為 0.92、0.87和 0.86，皆超過 0.50

（Fornell & Larcker, 1981），表示潛在變項受到觀察變項的貢獻較誤差的貢獻量

來得多，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三、綜合討論 

有關所有教師知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相關程度，

就整體而言，三個變項的相關係數值介於 0.77~0.87 之間，而各面向的相關係

數介於.58~.86之間；而擔任學習領域召集人之教師知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

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相關程度，就整體而言，三個變項的相關係數值介於

0.76~0.84 之間，而各面向的相關係數介於.57~.86 之間；均呈現顯著中高度正

相關。就模式檢驗結果而言，在直接效果模式下，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能

直接影響創新教學成效，而在中介效果模式當中，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可

顯著影響教師教學省思，教師教學省思亦可顯著影響創新教學成效，且學習領

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會經由教師教學省思，對創新教學成效產生正面顯著影響，

亦即教師教學省思在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與創新教學成效之間確實具有顯

著中介效果。上述研究結果與 Abdullah（2009）、Cameron（2012）、Headen

（2013）、Ladd（2014）提出的觀點相近，認為領導者落實正向領導行為，能

帶領成員用正向態度面對組織任務，促進成員省思與創新能力的有效提升，並

提供成員內外部資源與成長機會，包含學習新知、自我充實、績效回饋、技能

多樣化等，這些都與經營成效呈現正向關係，且能有效提升成員滿意度與正向

心理能力；亦與丁一顧（2010）、吳清山（2013）、姚麗英（2014）、甄曉蘭（2001）、

謝傳崇（2014）的看法相似，在整理歸納後發現：在學校組織中，正向領導、

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彼此之間的關聯性非常緊密；身為校內重要領導

者的學習領域召集人，若能落實正向領導理念與作為，將可促進領域內的教師

對教學工作的反省與思考，同時對創新教學能力及教學成效的提升有正面助益。 

表 11 中介效果模式估計參數之顯著性考驗及信效度摘要表 

參數 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建構信度 

（CR） 

平均變異
抽取量
（AVE） 

λx11 0.95 --- --- 0.98 0.92 

λx21 0.95 0.02 58.41***   

λx31 0.96 0.02 65.14***   

λx41 0.98 0.01 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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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介效果模式估計參數之顯著性考驗及信效度摘要表（續） 

參數 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建構信度 

（CR） 

平均變異

抽取量

（AVE） 

λx51 0.96 0.02 62.31***   

λy11 0.94 --- --- 0.95 0.87 

λy21 0.97 0.02 56.47***   

λy31 0.90 0.02 42.72***   

λz11 0.94 --- --- 0.96 0.86 

λz21 0.92 0.02 47.67***   

λz31 0.88 0.02 41.33***   

λz41 0.95 0.02 54.07***   

***p < .0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間呈

現顯著正相關 

歸納研究結果分析，在變項整體上，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與教師教學

省思、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與創新教學成

效之間呈現顯著中高度正相關。在變項各構面上，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

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各面向之間亦呈現顯著中高度正相關。據此而

言，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三者彼此間呈現

正向的關聯性。 

（二）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對教師教學省思及創新教學成效的影響

有顯著直接效果，教師教學省思對創新教學成效的影響亦有顯著

直接效果 

依據研究結果了解，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對創新教學成效影響的直接

效果值為 0.19；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對教師教學省思影響的直接效果值為

0.80，無間接效果值，所以其影響的總效果值為 0.80，顯示學習領域召集人正

向領導對教師教學省思有顯著直接效果；而教師教學省思對創新教學成效影響

的直接效果值為 0.75，無間接效果值，所以其影響的總效果值為 0.75，顯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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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省思對創新教學成效有顯著直接效果。 

（三）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會透過整體教師教學省思之中介作用，

正面影響創新教學成效 

依據研究結果得知，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對創新教學成效影響的總效

果值為 0.79，包含直接效果值 0.19及間接效果值 0.60，其中介作用之間接效果

明顯大於直接效果，顯示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對創新教學成效的影響有顯

著總效果，而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會透過整體教師教學省思之中介作用，

正向影響創新教學成效。 

二、建議 

根據以上之結論，茲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辦理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的學習

活動，以提升相關專業知能 

根據研究結論，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

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而且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對教師教學省思及創新教

學成效的影響有顯著直接效果。此乃顯示，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在促進教

師教學省思及提升教師創新教學成效扮演者關鍵性角色；換言之，積極強化學

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的功能，有助於激發教師教學省思和提升創新教學成

效。因此，提出下列建議： 

1.辦理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的研習活動或

工作坊，以強化相關專業知識與能力。 

2.舉辦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關聯性探

討之學術或實務取向研討會，以厚實相關理論涵養及實務經驗。 

3.推動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分享活動，鼓勵學習領域召集人分享其如

何運用正向領導作為，激發教師們願意省思與創新。透過實務經驗分享活動，

有助於達到標竿學習之效果。 

（二）鼓勵教師持續教學省思，增進教師創新教學成效 

根據研究結論，教師教學省思與創新教學成效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而且

教師教學省思對創新教學成效的影響亦有顯著直接效果。由此可見，為了提升

教師創新教學成效，鼓勵教師教學省思是重要的策略。基本上，一位教師能夠



主題文章 

 

 20 

不斷地從事教學省思，都是具有開放包容的態度，願意承擔教學的責任；而且

在教學過程中能夠自我檢視和不斷檢討改進，對於創新教學的實施及成效都具

有正向的效果。因此，為了鼓勵教師教學省思，提出下列建議，供教師參考： 

1.建置「教學歷程檔案」，有系統地收集與整理教學過程中的教學資料與學

生學習表現，作為自我檢討改進之依據。 

2.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同儕對話或教學觀摩活動，透過團體分享或團

體學習，有助於提升教師的格局，並幫助教師自我省思。 

3.收集和分析學生教學反應意見，提供自我精進參考。教師的所作所為或

一言一行，學生感受最深，而且從學生的學習反應中，最能看出教師教學效果。

因此，收集、整理和分析學生學習意見反應，乃是提供教學省思最有用的資料。 

（三）持續探究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影響教師創新教學成效之其他

中介變項，以利完整理解正向領導與創新教學成效之關聯性 

根據研究結論，學習領域召集人正向領導會透過整體教師教學省思之中介

作用，正向影響教師創新教學成效。依此而言，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正向領導，

透過教師教學省思，對教師創新教學成效具有正向的影響力，獲得研究證實。

然而，我們必須深一層思考，除了教師教學省思在正向領導與創新教學成效之

間具有中介效果，是否還有其他的因素或中介變項呢？例如：教師教學信念、

教師人格特質、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教師專業文化、教師

知識管理、班級氣氛和文化、師生互動等，亦是值得探究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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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earning Areas Leaders’ Positive 

Leadership,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Hsieh-Chih Lai *  Ching-Shan Wu **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earning areas leaders’ positive leadership,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by using the survey method 

with the mediated-effects model. A total of 741 teachers selected from 60 junior high 

schools were surveyed. Their responses were analyzed by SPSS/PC with the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procedure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learning areas leaders’ positive leadership,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2. learning areas leaders’ positive 

leadership had significant and direct effects on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had significant 

and direct effects on innova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3. tested by mediated-effects 

model, the data revealed that learning areas leaders’ positive leadership had 

significan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innova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ediated by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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